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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

林毅夫

摘 要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凭借渐进双轨制的经济转型战略，避免了“休克疗

法”所带来的经济崩溃和频发的危机，实现了年均 9.4%的增长奇迹。当前，中国进入了新时
代，又面临中美贸易争端激化，可从四个方面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走向。第一，新

时代，改革永远在路上；第二，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第三，中美之间的经济结

构是互补的，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实现双赢，美国的贸易逆差的原因不在中国，不在东亚，而是

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家庭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第四，新时代中国可以通过

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保和城镇化方面仍有较高

的投资回报，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因此，利用中国增长潜力可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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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凭借渐进双轨制的经济转型战略，避免了“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经济崩

溃和频发的危机，实现了年均 9.4% 的增长奇迹。当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又面临中美贸易争端激化，
应从四个方面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走向。

一、引言

2018 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改革开放 40 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的奇迹。
1978 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按世界银行指标，撒哈拉沙漠以南人均 GDP 为 495 美
元，而中国只有 156 美元，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 1/3 都没有达到。与其他贫穷落后地区
一样，中国 81% 的人生活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84% 的人每天生活费低于国际贫困线，一天 1.25 美元。
中国在 1978 年还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6%，两
项加起来是 9.7%，90% 的国内经济与国际不接轨。中国出口产品中 75% 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过
去 40 年中国取得每年 9.4% 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任何人的预期。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制
订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 20 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 7.2%。20 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在北大
读研究生时，听到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7.2% 的目标很激动兴奋，就想到发展经济学中的自
然增长理论，所以笔者认为 20 年翻两番是政治口号，是鼓舞大家朝那个目标走。以 7.2%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第 10 年，更是中美贸易摩擦激化
的一年。在这一个大背景下，笔者想分析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到底会如何发展及中美贸易争端对我们追

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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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中国经济只会比 1978 年增加 15.1 倍；但中国实际上实现了 9.4% 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经济规模
2017 年是 1978 年的 35.4 倍。中国经济增长快，而且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 14.5% 的速
度增长。在这样高速增长下，中国 2010 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量超
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产品中 97% 是制造业产品。因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业革
命后被称为世界工厂最早的是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美国，二战后则是德国和日本。2013 年中国贸易
总量已超过美国变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 年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8640 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40 年间超过 7 亿
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 70%。总之，中国过去 40 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人类经济
史上不曾有的奇迹 [1]。

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在 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内涵是什
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笔者拟从中国内外部的经济形势来探讨对新时代的科学认识。

二、新时代中国改革会永远在路上

在过去 40 年中，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绝大多数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取得稳定、快速的发展，而是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

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采取了跟当时国际主流转型方式不同的渐进双轨制：一

方面，对于老的国有企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活不下去，就采取“老人老办法”，提供转

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采取“新人新办法”，对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

入，政府也因势利导，让这些产业变成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保护

补贴，政府保留了很多对市场干预的政策，不仅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而且产生了寻租和腐败，收入分配

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改革应该与时俱进。从改革开始到 2002 年，中国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短缺，资本很密集
的传统产业缺乏比较优势，若没有保护补贴，企业生存与发展会十分困难，所以当时提供的保护补贴是

雪中送炭，是必要的。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到 2025 年左右还会变成高收入国家，资本不
再那么短缺，比较优势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原来很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比

如家电产业，在 20世纪 90年代刚引进时，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下去，但如今中
国的家电产业已经全世界领先，非常有竞争力。很多装备业也是如此，如民营企业三一重工所生产的工

程机械，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跟西门子、卡特彼勒等竞争；国有企业徐工集团同样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这些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已经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从企业

角度来讲，保护补贴多多益善；从社会角度来看，保护补贴会带来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所以改革

应该与时俱进，这也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背景。

怎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把原来的保护补贴取消掉，让市场竞争决定价格

和引导资源配置。

当然，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以克服前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些外部性和协调软硬基础设施完善

的市场失灵。从 2013 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中央从“深改组”变成“深改委”，已经推出 300 多项政
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位需要时间。不过笔者认为，即便这 300 多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落实到位，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仍要不断进行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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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中国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因为中国现在占全世界经济比重达到 16%，每年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达到 30%，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对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持悲观看法的很多，原因不外乎说中国在改革开放 40 年里取得了年均 9.4% 的增长，
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哪个国家或地区能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维持这么长时间。国际上很有影响的

经济学家，比如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就认为，任何国家的常规增长

速度就是 3%–3.5%，而中国的增长速度是非常规的，任何人都没法抵抗地心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国增长
速度会逐渐向 6%、5%、4%、3% 回归 [2]。这种观点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中国从 2010 年以后增长速度逐
步下滑，从之前的两位数下滑到 2016 年的 6.7%，这是从 1990 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2017 年回升到
6.8%，2018 年继续下滑到 6.7%。从目前来看，2019 年下滑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笔者认为，要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必须要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以及发展中国

家可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依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两者又有不同：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技术都处在世界最前

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创造，所需的投资很大，风险也很大，在过去 100 年里发达国家
的常规增长速度为 3%–3.5%，在统计上非常稳定；而发展中国家有后来者优势，有通过技术引进、消化、
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可能性，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式成本低一点，风险也低一点，所以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能取得这么好的成
绩，这是很重要的必要条件。

关键是，其他高速发展的发展中经济体一般经过 20 年之后，这种潜力似乎就用尽了，而中国已经发
展了 40 年。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利用这种潜力不在于已经持续多少年，而在于和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
技术上还有多大差距，最好的衡量办法是人均 GDP。根据麦迪逊的历史数据，2008 年时按购买力平价
计算中国人均 GDP 是当年美国的 21%，相当于日本 1951 年、新加坡 1967 年、中国台湾地区 1975 年、
韩国 1977 年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美国人均 GDP 所暗含的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
势，实现了 20 年年均 8%–9% 的增长。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从 2008 年起还有 20 年平均每年 8% 的增
长潜力 [3] [4]（P579-600）。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优势。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的特性在于研发周
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上人均拥有量较低，但是

人力资本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中国人多，天才也很多，再加上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配套能

力，所以在这种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产业里，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并不落后甚至可能还有

优势。怎么衡量呢？现在经常讲“独角兽”，就是刚创立不久，还没上市就已经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
司。这样的独角兽公司，目前美国有 120 家，中国有 130 家，比美国还多出 10 家；其中市场价值最大的
50 家，美国为 16 家，中国达到 27 家，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各为 1–2 家。可以发现，在新经济上中国
具有比较优势。所以笔者认，为只看旧经济的后来者优势，中国到 2028 年之前还有 8% 的增长潜力；再
加上新经济的贡献，测算出在 2030 年之前中国有 8% 的增长潜力，这并不算过度高估。
当然，笔者所讲的是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来看，具体达到多少还取决于实际需求。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疲软，衡量国际需求的指标是国际贸易增长率。2008 年之前，
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2 倍多，现在世界增长速度下滑，而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
的增长速度还慢，这种状况都会影响到需求面。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还没有
完全复苏，国内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2010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的原因，
我认为主要是需求不足。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国内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其实，可以观察其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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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不管是印度或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经济增长速度也都是下滑的，且幅度比中

国还大。这说明，实际增长低于潜力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面不足。

四、发达国家经济尚未复苏催生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

从国际需求来看，发达国家经济有没有真正走出 2008 年那场大危机？目前有各种判断，很多人认
为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但笔者不太认同。因为如果仔细分析，美国经济到今天不仅还没有完全复苏，而

且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5]。

美国被认为是 2008 年以后发达国家中复苏态势最好的：2016 年经济增速 1.5%，2017 年 2.3%，
2018 年由于有特朗普的减税政策，IMF 预测其增长可达 2.9%，但距离 3%–3.5% 还有不少差距。而且，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到 2.5%，2020 年再下滑到 2%。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会疲软一段时间，但如果能真正复苏，往往会有一到两

年的超水平增长。比如常规增长速度是 3%–3.5%，复苏期可能达到 4% 或 5%。据此判断，美国经济并
没有完全复苏。

欧盟经济更没有复苏。2008 年以后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在 1.5% 左右。日本从 1991 年泡沫经济破灭
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 1% 上下波动，即使现在有安倍的“三支箭”政策（比如安倍上台以后说要
推出“三支箭”以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第一支箭是让日元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第二支箭是增加政

府财政赤字创造需求；第三支箭就是结构性改革。但是，到现在这第三支箭迟迟未发，因为要真正推行

结构性改革会使日本经济增长率更低），也没有复苏。这些发达国家经济没有复苏的原因在于危机源于

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应该进行改革，但推进不下去。2016 年 20 国集团在杭州开峰会，达成了共识，每个
国家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就要减少工人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减少政府

的财政赤字，这些措施如果推行，长期来看，对发达国家有好处，会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抗风险

能力，以及政府财政好转之后对经济波动进行反周期干预以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但这些结构性

改革短期在政治上不可行，因为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跌不少，在这种状况下再推行结构性

改革，必然进一步减少消费、投资需求，导致经济增长率更低，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所以，这些发达国

家的政治家都明知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谁都不敢真正行动。

过去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通常会到 IMF 借款。IMF 就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
革，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国外市场的需求，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个过程中

IMF 就借一笔钱帮助其渡过短暂的难关。2008 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难再用这个政策，因
为这一次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而它们的产业是重合的，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产品在国际

上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从而给国内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话，一个国家

增加出口就势必减少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其他国家为了保出口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贬值，大家最终都

有害无益，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经

济增长停滞，即增长速度低于 3%–3.5%，在 2% 上下波动。
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由于经济非常疲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

降得非常低，真实利率甚至是负的，这一系列影响包括：首先造成很大的资产泡沫，道琼斯指数最高已经

突破 26000 点，低的时候也有 24000 点。笔者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 年笔者到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
家时，大家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泡沫严重。2007 年道琼斯指数达到最高的 13000 点；如今 10 年过去，
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复苏，但道琼斯指数已经达到 26000 点，翻了一番，泡沫是不是更大？今天的美国
股票市场，任何一个利好或者利差消息都会造成巨幅波动，这可能就是崩溃的前兆，至少这种可能性不

能完全排除。

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变得脆弱，还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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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货币政策会让哪些群体从中获益呢？一般能在银行借到钱的都是有钱人，他们借到钱之后往往不会

投资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投资到股票市场，所以有钱人的财富增加非常多，进一步造成财富分配差距扩

大。于是很多发达国家产生了所谓的民粹主义，像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最近法国出现

的“黄马甲”运动，都与这种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影响是贸易保护主义容易抬头。

五、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

如果要讨论中美贸易争端，也离不开这样的时代背景。表面上看，中美贸易争端是由于中国对美

国贸易有很大顺差。1985 年中国第一次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只有 6000 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
0.3%；此后差额不断上升，2017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 3700 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 44%。
由于美国就业等经济状况不佳，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把国内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

贸易的巨额顺差，导致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中国。因此，美国老百姓就业状况不好、工资不上涨

等都怪中国。特朗普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就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来解决贸易逆
差的问题。2018 年 6 月特朗普开始分两步对中国 500 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也采取
了反制措施。到 2018 年 9 月，特朗普针对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先征收 10% 的关税，如果无法
达成协议的话到 2019 年初将进一步提升关税到 25%。而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规模只有 1000 多亿美
元，没办法完全对等地进行反制，就按比例对 600 亿美元进口产品增加关税。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是一个事实，但究竟是不是如美国所言，原因在于中国的不公

平的贸易政策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附加价值比较低。“二战”以后美国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早已经失去比较优势，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从日本进
口，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工资水平上涨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而从“亚洲四小龙”进口。到 20 世
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工资水平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美国的贸易逆
差也随之转移到中国大陆。从这种变化过程来看，各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发展阶段不

同，比较优势不断在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美国对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对外贸易逆差的 80%
以上，最高时超过 100%；如今虽然对中国的逆差达到 44%，但对东亚的逆差则下降到现在的约 50%。由
此可见，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也不在于东亚，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居民储蓄率很

低，加上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任何国家如果有同样情形，必然会有贸易逆差，只是一般的国家如果

逆差好几年，可能就会出现危机，但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加印钞票来支付逆差 [5]。

基于以上分析，在今天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 2500 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
国也采取反制措施，能不能如特朗普总统所愿：美国贸易逆差减少，国内就业增加呢？其实并不会。因为

这些产品美国本土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就再不生产，现在更不可能生产，要鼓励这些产业的就业转
移回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产品大多是日常必需品，美国自己不生产，就

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关税增加，美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支出随之增加，可用来购买

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反制，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也会减

少，两个合力会造成美国国内就业减少。因此贸易战可增加美国就业的逻辑不通。另外一种选择是美国

转向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国家进口。但这些替代国家的产品目前比中国还贵，转移之后，美国消费者的

成本也同样会增加。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卖得比中国贵，如果进口量不变，美国的贸易逆差

将比从中国进口更大，同样也会带来美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减少和就业下降。所以无论哪种选择，贸易

战都对美国不利 [6]（P842-853）。
当然，贸易战真打起来对中国也不利。中国希望与美国维持好的贸易关系，避免贸易战，但最终结

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不妨设想一下最糟糕的状况，中美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5000
亿美元产品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根据模型推算，大概会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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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个百分点，美国增长速度降低 0.3 个百分点。尽管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降低 0.5 个百分点，但相比
中国 8% 的增长潜力，中国还有回旋的空间。

六、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可能陷入长期的增长疲软，加以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

多地依赖内需。从内需来看，我国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内需主要有两块：一是投资，二是消费。即便中国

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毕竟还是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产业可以升级，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可以完善，环保

改善的空间也很大。同时，2017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 58.5%，还在持续的城镇化过程，需要增加城市
住房和公共服务，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这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后，很难找到好的

投资机会，因为其产业都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小，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已经完备，即使老

旧，但环境是好的，城镇化也已经完成。

当然，有好的投资机会还要有资金。目前中国财政负债所占比重不到 60%，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普遍超过 100%，而且中国的民间储蓄占 45% 左右，全世界最高，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投资还
有很大空间，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 3 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外部环境不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
笔者认为可以动员国内投资，进而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保证就业和家庭收入的增长，消费也会随之

增加。

综合来看，如果只是国际经济疲软，没有中美贸易战，笔者相信从现在到 2020 年，中国可以维持
6.5% 左右的增长速度，在 2020–2030 年，可以维持 5.5% 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中美全面贸易战真的打
起来，中国增长速度减少 0.5 个百分点，即从现在到 2020 年实现 6% 的增长，在 2020–2030 年实现 5%
的增长。中国 GDP 占全世界的 16%，6% 的增长速度也意味着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可以贡献 1 个
百分点，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 3%，中国的贡献能占到 30%。2020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便再
下滑一个台阶，但因为中国的绝对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又上升了，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

能有 1 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仍然是大国之中最快的。
展望未来，在新时代我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

首先，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倡导全球化，只有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才可以让我国充分利用

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好处，同时让中国站在道德制高点。国外除了少数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外，

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都了解自由贸易是好的，所以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并且用自由贸

易来跟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也都是追求自己国家

的发展，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快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其次，在新时代中国必须按既定方针深化改革，把渐进双轨制改革遗留下的各种扭曲消除掉，建立

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会

不断涌现其他新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如果能这样，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聚焦新时代的关键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 Pritchett, L., Summers, L.H.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2014,No.20573.[2019-02-

11]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pdf.
[3] Jusitn Yifu Lin, China’s Growth Deceleration: Causes and Future Growth Prospect. 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19,14(1)(forthcoming).
[4] Justin Yifu Lin, Guanghua Wan, Peter J. Morgan, Prospects for a Re-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44(4).

http://www.nber.org/papers/w20573.pdf


林毅夫：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 · 165 ·

[5]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索和见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 Justin Yifu Lin, Xin Wang,Trump Economics and China–US Trade Imbalanc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8,40(3).

New Era in China and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ustin Yifu Li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adopted a dual-track transition strategy, achieving an average
9.4% growth annually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avoided the transition collapse and frequent crises caused by
shock therapy. A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rad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spects of China’s growth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ino-US trade rel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First, in the New Era, reform will always be on the road. Second, China still has huge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plementary,
and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an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The main problem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is not in China, not in East Asia, but in the way the US dollar is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and
the American family’s low savings and high consumption lifestyle. Fourth, in the New Era, China can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by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t present, China still has a high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urbanization. It can relies on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These are infeasibl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s growth potential can be relied on to cope with Sino-US trade disputes.

Key words New Era in China;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rade protectionism;economics grow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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